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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差异 

及空间演化特征研究 

肖滢 邓宏兵
1
 

【摘 要】：本文以 2006-2015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 DEA 模型及 Malmquist 指数

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再结合 ESDA 空间分析技术研究了创新效率的空间演化特征。分析结

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且均在周期性波动中缓慢上升,而创新效率低下

主要是受技术效率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在空间上表现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集聚趋势呈倒“V”字型;集

聚模式显示“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而集聚程度随时间逐渐减弱;创新效率的热点分布则呈“核心-外围-边缘”

梯度结构演化。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创新效率 空间演化 

一、引言 

创新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到来,以创新驱动发展,靠创新不断进步,

已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同时也是指引新五年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心。区域创新作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助

推器”,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创新效率能够很好的反映区域创新的能力和水平。长江经济带是我国 T 型中国三大经济

战略规划之一,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具战略意义的区域之一,区域仍存在广阔的发

展空间,这是中国的其他内陆经济带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差异及空间演化特征,有利于比较城市创

新水平,找出创新效率随时间和空间的演化规律,提升创新效率,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创新发展。 

本文运用 DEA 的 CCR、BCC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创新效率。并采用 ESDA 空间统计分析法,通过

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分析了创新效率的空间演化规律。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选取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密度最大的流域经济地带,通过开发其广阔的经济腹地,将成为中国未来30年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

地区。根据 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的,包括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11 个长江经济带覆盖省。根据数据的完整性及可获得性,本文选择长

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 108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毕节市和铜仁市 2011 年以前数据缺失,本文确定研究样本 108 个,数据主要

来源于 2006-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1作者简介：肖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430074 

邓宏兵，中国地质大学区域经济与投资环境研究中心教授430074 



 

 2 

(1)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效率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 DEA模型是当前学术界测度相对效率的主流方法。它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

对同类型决策单元(DMU)进行相对有效性和多目标决策分析。CCR 模型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进而计算每个 DMU 的相对效率。BCC 模

型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在 CCR 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凸性假设 I1’λ=1,从而将技术效率(也称综合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

效率两部分。本文选用基于投入导向的 CCR 模型和 BCC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公式如下,设有 n个 DMU,每个

DMU 都有 m 种投入和 s 种产出,分别用输入 xj和输出 yj表示,Xj=(x1j,x2j,…,xmj)
T,Yj=(y1j,y2j,…,ysj)

T,xij表示第 j 个 DMU 的第 j 种

输入向量,yrj表示第 j 个 DMU 的第 r 种输入向量,i=1,2,3,…,s。λj为 n 个 DMU 的某种组合权重。xj0和 yj0分别为所评价的第 j0

个 DMU 的投入和产出向量。S-和 S+为松弛变量向量,S-=(s1
-,s2

-,…,sm
-)T,S+=(s1

+,s2
+,…,sm

+)T。若(D)的最优值 VD=1,则第 j0 个 DMU

为弱 DEA有效,反之亦然;若(D)的最优值VD=1,并且它的每个最优解λ
*
,s

*-
,s

*+
,θ

*
,都有 s

*-
=0,s

*+
=0,则第 j0个 DMU 为 DEA 有效。 

 

由于 CCR 和 BCC 模型属于静态效率测度,不能反映效率发展的动态变化,所以我们选取了 Malmquist 指数测度了在 t 期技术

条件下,决策单元从 t期到 t+1 期投入产出技术效率变化,以及在 t+1期技术条件下,决策单元从 t期到 t+1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TEPCH)。模型构建如下: 

 

式中,Dt与 Dt+1分别代表参照 t 期和 t+1 期的技术水平决策单元的相应的投入产出相对效率。当 M 大于 1 时,则从 t 期到 t+1

期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态势;当 M等于 1时,则表示呈停滞状态,当小于 1时,则表示呈下降态势。由于技术效率(EFF)等于纯技术

效率(PE)与规模效率(SE)之乘积,所以全要素生产变动又可进一步分解为下式: 

 

技术效率变化(EFFCH)代表了两个时期相对技术效率的变化,它测定了从第 t 期到第 t+1 期每一决策单元对生产可能性边界

的追赶速度。技术进步(TECH)实际上是t和 t+1时期生产前沿面的移动,若 TECH大于 1,则生产前沿面向前移动,发生了技术进步。 

(2)ESDA 空间自相关分析 

a.全局空间自相关 

在衡量创新效率在整个区域内的空间分布特征时,通过计算全局 Moran’sI指数来反映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公式如下: 



 

 3 

 

式中 xi、xj、xˉ和 n等各变量的涵义与公式中对应变量的涵义相同;Wij表示二进制的空间权重矩阵。Moran’sI 指数的大小

介于-1至 1之间,当创新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空间负相关时,其 Moran’sI 指数小于 0;当创新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空间正相

关时,其 Moran’sI指数大于 0;当创新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随机分布状态时,其 Moran’sI 指数等于0。 

检验创新效率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再计算其标准化统计量 Z。公式如下: 

 

当 Z>0且显著时,创新效率表现正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当 Z<0 且显著时,创新效率表现负的空间自相关;当 Z=0 时,创新效率呈

现随机分布。 

b.局部空间自相关 

由于空间单元存在异质性特征,因此引入局部空间自相关统计量 Getis-OrdGi*指数,以期更深入地分析局部区域空间聚集情

况。公式如下: 

 

若 Gi*>0且显著,则局部空间存在高值集聚现象;若 Gi*<0且显著,则局部空间存在低值集聚现象;若 Gi*=0,则区域空间呈现随

机分布。 

(3)指标体系构建 

在指标的选取上,参考已有文献研究成果,根据 DEA 模型多输入、多输出的特点,考虑全面性、综合性和相关性,选取以下投

入产出指标。投入变量包含了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技术投入要素。很多学者采用永续资本存量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作为

资本要素,但测算中的基年资本存量及对折旧的处理方法这些关键的变量存在较大差异,且缺乏各城市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统计,

影响结果的准确性。过去 20多年中,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数据的增长趋势基本相同,所以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劳动力要素投入采用全部从业人员,技术投入要素采用教育事业费支出和科学事业费支出之和。产

出变量采用了 GDP和专利申请数。其中GDP 反映了城市经济总量,也是创新活动带来经济效益产出的直接体现。专利是直接创新

行为,专利申请数是衡量创新活动的可靠指标。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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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效率现状分析 

本文使用投入导向的 DEA-CCR 和 DEA-BCC 模型,将整理好的决策单元数据输入 DEA solverpro5.0 分别计算出综合效率、技

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计算结果显示,2015 年只有上海市、苏州市、常州市 3 个城市的综合效率值为 1,表明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达

到最优的创新投入产出水平。上海市、南京市、苏州市、常州市这 4 个城市的纯技术效率值为 1,城市创新投入的利用率达到最

优。由此可见,DEA 有效城市均位于东部地区长三角城市群,其中上海处于“领头羊”地位,具优越的区位条件、较强的产业配套

能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雄厚的综合科技实力、较好的投资环境,是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江浙两地创新发展。 

从综合效率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均值为 0.561,整体水平不高。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创新

效率却增速缓慢,说明根本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未实现完全有效的转变,技术效率投入和资源配置优化还有

待提升,创新发展空间还很大。另外东部地区综合效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创新存在较强空间依赖性,地理邻近性

和知识溢出效应,促使靠近上海的市域具备较好的创新绩效。其中浙江省与江苏省产业结构高度趋同,难以发挥比较优势,重复建

设降低了整体效益。而江苏省部分城市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与上海距离较近,且地处初步形成的苏南临江

产业轴,能够更好的接收经济和产业的扩散,创新效率较好,带动平均效率比浙江略胜一筹。但中部和西部地区接收的扩散效应缺

乏,见表 1。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安徽省的综合效率均值均低于 0.561 的平均水平。而湖南省

创新表现相较良好,主要因为长沙市、湘潭市、岳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怀化市的创新效率均高于平均值。 

表 1 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及分解值 

区域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区域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重庆市 0.435 0.751 0.579 上海市 1 1 1 

四川省 0.492 0.570 0.863 江苏省 0.650 0.678 0.958 

贵州省 0.447 0.523 0.854 浙江省 0.569 0.636 0.894 

云南省 0.500 0.704 0.710     

湖北省 0.403 0.492 0.819 西部 0.468 0.637 0.751 

湖南省 0.569 0.644 0.883 中部 0.493 0.573 0.858 

江西省 0.485 0.576 0.842 东部 0.772 0.771 0.933 

安徽省 0.517 0.582 0.888 平均值 0.561 0.660 0.847 

 

从规模效率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的规模效率均值为 0.847,较之综合效率,表现良好。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规模效率

均值为 0.858高于 0.847的平均水平,但其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却都处于较低水平。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区域创新环境活力不足。

中部各省虽然加大了科学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如近 5 年江西省科技活动经费年均增长率为 35.04%,湖南省研发经费年均增长率

为 29.62,但随着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逐渐深入,企业创新能力较弱,市场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再者,知识创新能力不足。较

多高质量的高校是知识技术创造与传播的源泉和重要保障,虽然中部地区拥有科教大省如湖北省,拥有7所 211工程院校,各种高

等教育院校总计 152 所,但由于人才承载能力水平较低,人才流动性大,特别是大量高端人才向北上广深地区流动,仍然导致技术

转化与应用能力、科技孵化与转化能力表现较弱。 

(2)技术效率变动趋势分析 

创新能力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能较好地刻画相对效率的动态变化。本文在 DEA 法测度创新效率的基础上,

利用 Malmquist 法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指数,从而进一步分析非有效的原因和改进的方向。采用

Deap2.1 进行计算,分析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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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所示,2006-2015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大于 1的省份仅 4个,依次为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云南省,创新效率呈上升

趋势,而其他大部分省份呈下降趋势,而规模效率大多数呈上升趋势,可见技术效率有待提升是影响创新效率增长的主要因素。 

上述4省份,创新效率增长多数是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云南省技术水平指数偏低,创新效率的增长主

要源于技术效率增长的贡献。由于云南省发展水平仍处于“效率红利”阶段,增加投入有利于改善综合效率,基于可持续发展目

标仍需改善创新环境,增强接收发达地区辐射和带动作用的能力,促进技术进步。 

表 2 2006-2015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 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EFFCH TECH PECH SECH TFPCH 

重庆市 0.981 0.977 0.988 0.993 0.959 

四川省 0.988 0.971 0.994 1.003 0.960 

贵州省 0.984 0.959 0.979 1.005 0.944 

云南省 1.015 0.991 1.005 1.010 1.006 

湖北省 0.981 0.949 0.995 0.986 0.932 

湖南省 0.993 0.980 0.995 1.036 0.972 

江西省 0.928 0.881 0.919 0.926 0.894 

安徽省 1.006 1.014 1.013 1.036 1.020 

上海市 1.037 1.046 1.018 1.018 1.084 

江苏省 1.001 1.021 0.996 1.003 1.021 

浙江省 1.004 0.980 1.009 0.994 0.984 

 

(3)创新效率时间演化分析 

通过对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进行平均值计算绘制出折线图,反映 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创新效率变

化趋势,以及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化趋势。 

图 1,2006-2015 年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创新效率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均在周期性波动中缓慢上升。其中东部地

区效率值一直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效率水平相近。其中 2007-2008 年效率值波动较大,由于 2007年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达 2003 年以来最高值,且消费价格呈现快速结构性上涨,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所以各项指标表现良好。2008 年

金融危机爆发,全球性经济衰退,以经济水平为重要基础的创新发展势必受到巨大影响,效率值跌至最低。2012 年中部和西部地区

创新效率再达峰值,几乎接近东部地区效率值。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经过了近十年的发展,中、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一定成效。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逐步提高,总体实力大幅提升,如 2012 年中部地区外资投资规模首次超过

了东部地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给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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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创新效率图变动趋势 

 

图 2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化趋势 

图 2,2006-2015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综合效率与技术效率变动趋势基本相同,所以技术效率是制约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长江

经济带城市要提高创新效率,促进城市创新发展,要重视技术效率的提高。规模效率显示持续稳定的增长,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一

直在保持稳定增加创新投入,以期获得规模效益,但综合效率的提升还要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效率。 

2.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空间演化分析 

(1)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Moran‘sI是揭示全局空间相关性的常用指数,本文运用 ArcGIS10.1对 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的 Moran‘sI

进行测算,来检验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的全域空间自相关。根据 Z 值检验结果,Moran‘sI 指数值均通过检验(Z>1.96 或

Z<-1.96 表示通过检验),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从 Moran‘sI 指数值来看,2006-2015 年 Moran‘sI 均大于 0,表现为

全域正相关关系。说明创新效率相似的城市呈空间集聚态势,见表 3。2006-2012年,Moran‘sI 指数逐步增大,反映此阶段长江经

济带城市创新效率集聚呈现持续加强态势,各城市联系越来越紧密,合作创新越来越多;2012-2015 年,Moran‘sI 指数逐步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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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阶段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集聚逐步弱化,各个城市之间的知识及技术溢出减弱。如图 3所示,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

城市创新效率的集聚发展,呈现倒“V”字型的形态分布。 

表 3 2006-2015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 Moran‘sI指数值 

Year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Moran‘I 0.191 0.258 0.222 0.220 0.241 0.277 0.370 0.310 0.244 0.229 

P 0.0003 0.001 0.0005 0.0002 0.002 0 0 0 0 0 

Z 3.542 3.903 3.462 3.348 3.678 5.061 5.628 4.759 3.731 3.538 

 

 

图 3 2006-2015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 Moran‘sI变化趋势 

(2)局部空间聚类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中的Moran‘sI指数只能反映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的整体集聚水平,而无法反映城市与城市之

间的集聚程度与集聚模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研究各城市间是否存在局部集聚现象,更直观的反映各城市创新效率水平的

空间关联格局。本文以 2006年、2012 年和 2015年作为研究节点,分别做出各城市创新效率 LISA 集聚图,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

效率水平分为四种空间演化模式:高高集聚(H-H)指创新效率水平高的城市被周围创新效率水平高的城市包围;低低集聚(L-L)指

创新效率水平低的城市被周围创新效率水平低的城市包围;高低集聚(H-L)指创新效率水平高的城市被周围创新效率水平低的城

市包围;低高集聚(L-H)指创新效率水平低的城市被周围创新效率水平高的城市包围。如图 4,创新效率的空间特征随着时间变化

存在不同程度的演变。集聚模式始终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集聚程度则表现为 H-H 集聚区和 L-L 集聚区出现明显的收

缩,“极化效应”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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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空间分布图 

a.空间集聚模式 

H-H 集聚区主要由东部地区城市组成,L-L集聚区主要由西部地区城市组成,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空间格局。东部长三

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工业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方便、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大量积聚,并

且周围形成一批“小巨人”城市为“长三角”都市圈了带来丰富性和层次感的县域经济,使城市极具活力与竞争力。因此该区域

通过优越的创新基础和创新环境,实现了很好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周边城市创新水平的发展,相互之间存在明显的空

间依赖关系。而西部地区较之东部地区缺乏区位优势,经济基础薄弱,不利于城市之间知识和技术的溢出,阻碍了创新水平的提高,

相互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抑制关系。 

2012-2015 年,L-L 集聚区出现了转移并且新增了 H-L 集聚区,但“东高西低”的集聚态势依然没有发生改变。L-L 集聚区由

云南省的临沧市和普洱市转移到了四川省的巴中市,说明位于云南省利用自身较好的资源环境基础,实现城市的转型发展,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新增的高集聚区包括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和中部地区的武汉市。重庆市作为直辖市,城市发展能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政府政策、资金扶持等,逐渐成为西南地区的“内陆开放高地”,强大的内聚力和发展潜力成为创新发展的直接驱动力。而武汉

市是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具有突出的科教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随着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深化,为科技进步推动创新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重庆市和武汉市与周边地区相互联系比较微弱,基本处于孤立发展状态,没有形成很好

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如何发挥它们作为区域龙头的带动作用,带动邻近城市创新效率的提升,推动区域创新协调发展,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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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空间集聚程度 

H-H 集聚和 L-L 集聚区域均出现明显的收缩现象,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创新效率差异具有缩小的趋势,“极化效应”逐渐减弱。

2006 年 H-H集聚城市有上海市、江苏省(南京市、苏州市、扬州市、常州市、泰州市、无锡市、镇江市、南通市)、浙江省(湖州

市)、安徽(铜陵市),L-L 集聚的城市有云南省的临沧市和普洱市。至 2015年,H-H 集聚城市减少了扬州市、泰州市、镇江市、南

通市、铜陵市,只增加了芜湖市。L-L 集聚城市减少至只有四川省巴中市。说明随着国家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省市逐渐

改变过去仅仅依赖地理邻近和知识溢出效应来获取创新绩效的方式,转而致力于破解制约创新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增强创新发展

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立足区情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创新,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改善效果。 

(3)局部空间热点分析 

同样以 2006 年、2012 年和 2015 年作为研究节点,运用 ArcGIS10.1 测度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的 Getis-OrdGi*指数值,

按照测度值将空间分布区域按照热点区、次热点区、冷点区和随机分布区划分,进一步揭示城市创新效率的冷热点分布特征及变

化。如图 5。 

由图 5 可知,2006 年的创新效率热点区域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市、苏州市、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常州市、南通

和无锡市,浙江省的湖州市和嘉兴市,安徽省的马鞍山市、芜湖市。次热点区域包括安徽省的滁州市和铜陵市,云南省的昆明市和

玉溪市。冷点区包括云南省的保山市、临沧市和普洱市,安徽省的淮南市和阜阳市,四川省的巴中市、广安市和南充市,江西省的

南昌市、景德镇市、上饶市、鹰潭市、抚州市和宜春市。2012年热点区域的范围缩小,南京市、扬州市、马鞍山市、宣城市由热

点区域转为次热点区。新增的次热点区域包括重庆市和浙江省的舟山市。冷点区域范围也有所收缩,其中最显著的是减少了江西

省的各城市。至 2015年热点区只保留长三角地区城市,滁州市、合肥市、张家界市进入次热点区,除之前的广元市、南充市、达

州市、广安市、巴中市,新增加了淮北市、宿州市、阜阳市、荆门市落入冷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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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空间格局热点演化图 

创新效率的热点分布呈“核心-外围-边缘”的梯度结构,先后以上海市和紧靠上海的江苏省部分城市为核心密集区,地理邻

近的浙江省和安徽省部分城市成为承接知识和技术扩散的第二梯度带,西部地区为外部边缘区。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 2006-2015 年创新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效率测度,结合探索性空间分析技术对长

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的差异及空间演化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相应结论:(1)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平均水平不高,但均在

周期性波动中呈缓慢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效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较之综合效率,规模效率平均水平表

现良好,且保持平稳上升趋势。在此情况下,创新效率低下主要是受技术效率影响,技术效率变化及技术进步的阻滞都会直接影响

到创新效率的提升。(2)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集聚特征显著,集聚水平呈倒“V”字形趋势发展。创新效率的局部空间特征随

着时间变化存在不同程度的演变,集聚模式始终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集聚程度则表现为 H-H 集聚区和 L-L 集聚区出现

明显收缩,“极化效应”逐渐减弱。而创新效率的热点分布呈“核心-外围-边缘”的梯度结构演化。 

由此可见,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乃至区域文化的差异,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效率,促进创新大力发展,必

须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方式。东部地区代表了技术密集型地区,要发挥在重点领域科技领先优势,强化原始创新,并积极推进产业配

套协作和重大技术成果转化,在传统动能改造提升,聚焦新动能发展方面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

转移,代表了加工制造业密集地区,增长动力还比较充足。西部地区是资源型产业密集地区,要摆脱“上游”角色,将比较优势转

化为竞争优势,将发达区域的技术优势与本区域的优势资源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并大力发展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和增长动

能。 

参考文献： 

[1].毛良虎、姜莹:《长江经济带省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及空间关联格局分析》,[长沙]《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 年第 21期。 

[2].游达明、黄曦子:《长江经济带省际工业生态技术创新效率评价》,[长沙]《经济地理》2016 年第 9期。 

[3].吴传清、黄磊、文传浩:《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长沙]《中国软科学》2017 年第 5期。 

[4].廖倩、吕拉昌、黄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效率评价及空间相关性分析》,[太原]《科技与创新》2016年第 18期。 

[5].徐维祥、杨蕾、刘程军等:《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长春]《地理科学》2017年第 4期。 

[6].滕堂伟、方文婷:《新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空间格局演化与机理》,[长沙]《经济地理》2017 年第 4期。 

[7].武晓静、杜德斌、肖刚、管明明:《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能力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武汉]《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6 年第 4期。 

[8].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 K的再估计》,[北京]《经济研究》2003 年第 7期。 

[9].刘秉镰、李清彬:《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实证分析:1990-2006——基于 DEA模型的 Malmquist指数方法》,[天

津]《南开经济研究》2009 年第 3期。 



 

 11 

[10].卢丽文、宋德勇、李小帆:《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研究》,[济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 年第 6期。 


